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深圳段的科技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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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中国深圳与美国硅谷的科技创新驱动力、营商和生活主要成本、政府作用、创新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比较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深圳科技创新发展的存在问题，从科技产业发展、政策和文化、生产要素流通网络、城市间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总结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一系列成功经验。以此为启示，提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深圳段科技治理的思路：发挥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巨头优势，补足科技创新短板；清除体制机制障碍，提升治理水平；突破瓶颈，优化创新生态系统；加强协调联动，利用好国内外资源发展科技创新；特别在土地使用和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分工协作，合力保障公共产品、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以期为推进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跻身国际一流科技走廊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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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in Shenzhen Section of the Guangzhou-Shenzh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rridor: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Silicon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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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the driving forc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main costs of commercial operating and liv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the innovation culture between Shenzhen and Silicon Valle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Shenzhen, and summaries a series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such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icy and culture, production factor circulation network,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c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so on.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idea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in Shenzhen section of Guangzhou-Shenz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rridor: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central citi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iants, complementing the short boar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moving the impediment of institu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improving governance; breaking through bottlenecks and optimizing innovative ecosystems;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and linkage, making good us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ources to develop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specially in land use and social welfare security, working together to ensur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Guangzhou-Shenz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rridor into the international first-clas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i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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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广东工作的部署，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于同年9月审议通过了《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将广深轴线区域（经广州城区、东莞松山湖、深圳城区，长度约180 km）划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在国际科技创新发展史上，美国旧金山湾区（硅谷）的发展为国内科技创新建设提供了参考经验。丁旭光[1]研究旧金山湾区，认为其科技创新特色与经验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创新共同体借鉴，在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大学和科研机构知识创新源头作用、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并发挥好政府作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带、支持鼓励粤港澳大湾区风险投资发展和积极吸引国际高端创新人才等方面发力。温锋华等[2]通过构建分析框架，将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创新生态系统作比较，从创新平台建设、创新引擎和氛围以及科技服务方面提出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政策建议。张振刚等[3]从理念层、活动层和物理层3个层次分析旧金山湾区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功经验，提出以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三大创新主体为着力点补齐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短板。黎友焕[4]通过细致分析旧金山湾区拥有的高校资源、产业集群和中介服务体系等及其对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对标旧金山湾区的发展，从中厘清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存在的问题，总结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可资粤港澳大湾区借鉴的经验启示，最后提出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对策建议，以期能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跻身国际一流湾区给予一定的借鉴和参考，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钟嘉毅[5]认为，与纽约、东京湾区比较，粤港澳大湾区更接近旧金山湾区，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两者都以科创产业闻名，从市场环境的角度看，两者都拥有较完善的市场机制、靠市场的力量崛起，如何在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下，高等院校作为知识创新源头，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政府和相关中介机构和作为创新的“粘合剂”与“催化剂”，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活力，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世界一流湾区，旧金山湾区的经验值得借鉴。
本文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中的深圳与旧金山湾区的硅谷作比较研究，剖析深圳科技创新发展的存在问题，借鉴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深圳段科技治理的思路，以期能为推进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跻身国际一流科技走廊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2   深圳与硅谷科技创新主要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硅谷通常是指美国加州北部旧金山湾区的旧金山市、圣马丁县、圣塔克拉拉县、阿拉密达县、圣塔克鲁兹县和伯克利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南北长约100 km，东西宽约10 km到15 km，面积占全美的0.2%，人口450万人至500万人，约为全美的1.5%，生产创造了美国5%以上的全国生产总值（GDP）和15%的专利。以其产品和服务为切入点研究，硅谷发展可分为4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的国防产品研发与生产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的集成电路研发和生产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个人电脑（PC）研发和生产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的因特网开发与服务阶段。
硅谷是世界科技发展的风向标，而深圳被赋予了对标旧金山湾区硅谷发展“中国硅谷”的国家战略使命。2018年，深圳GDP领跑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     9 109.54亿元（同比增长9.50%），连续两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榜首。其中，先进制造业增加值为6 564.83亿元（增长12.0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为6 131.2亿元（增长13.30%）；计算机、通信等行业增速较快（增长14.00%），汽车、专用设备、医药制造业分别增长12.40%、10.00%、25.00%，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10%、12.73%；有14 415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居全国第二；有1.8万件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申请，2003年以来稳居全国榜首[6]。
本文通过深圳与硅谷科技创新主要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深入剖析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深圳段科技创新发展存在的短板。

2.1  科技创新驱动力比较分析
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带动下，2018年深圳研发投入占GDP的4.2%，相当于以色列的水平；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44万家[7]。2016至2019年，深圳人才数量逐年递增，常住人口每100人当中就有15位是科技工作者。2018年深圳高层次人才达10 993人（全职院士达38人），创新创业团队达143个[8]。截至2018年，累计建成各类创新载体2 214家，其中：国家级115家、省部级595家；省实验室4家；基础研究机构13家；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9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42家。制定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建设好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等，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等师资力量或赶超校本部。截至2018年，深圳人才资源总量达548万人，经认定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近1.3万人，平均年龄不到40岁[6]。与硅谷相比，或与北京、上海相比，目前深圳缺乏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国家级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等，原创基础科学知识能力有待提高，核心技术研发、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领域发展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需要在科技创新驱动力持续供给上下功夫。
而硅谷，其科技创新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子工程学博士弗里德里克·特曼在斯坦福大学专攻电子及无线电技术领域，其学生创建了惠普和瓦里安公司等。这段历史被誉为硅谷的“源头”。晶体管、集成电路、互联网等是人类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关键技术，可见硅谷引领了这次科技革命。20世纪80年代，美国128号公路创新廊道的企业跟不上硅谷企业科技快速变化的步伐。目前，硅谷是世界科技发展的风向标，全球高科技人才被吸引至此，拥有科技人员达100万人以上，而其中有美国科学院院士近千人在此任职，诺贝尔奖获得者60多人；高科技企业不论大小群聚于此，在普华永道根据全球企业2017年3月31日股票市值的“2017全球最有价值的100大企业”排行榜，硅谷的企业占其中7家，均为科技企业，而且在排行榜前10名中占了4席。

2.2  营商、生活主要成本比较分析
深圳的总面积只有1 997 km2，相当于上海的1/3、广州的1/4、北京的1/8。经过特区经济40年的发展，深圳的土地资源基本耗尽，商租和住房成本居高不下且呈上升趋势，目前已高于硅谷。高房价留不住、吸引不了高科技创新人才、高层次领军人才；因生产要素成本过高，很多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被迫搁置，拥有优质科技创新（以下简称“科创”）潜力的企业被迫“用脚投票”，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将研发等部门从深圳迁至东莞，严重影响了深圳科创产业的长远发展，大大削弱其国际竞争力。

硅谷企业的商租和员工生活成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超出了美国的平均水平，至2016年，美国住房均价每套24万美元，而硅谷的旧金山市达到115万美元、帕洛奥图等则超过250万美元且供不应求[9]。付不起商租的一些科创企业和买不起当地房屋的科技人才“用脚投票”到西雅图、圣地亚哥等其他科技创新活跃的地方寻求发展。

2.3   政府作用比较分析

2.3.1 深圳

（1）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方面。深圳市委市政府历届领导班子均坚定不移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深圳市委市政府推出百余项政策措施推动科技创新发展：1995年，出台文件确立了高新技术产业为第一支柱产业的地位；1999年出台“新22条”规范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2001年至2005年间先后出台文件规范高新技术园区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规范创业投资、鼓励相关孵化器发展、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等；2008年先后出台文件规划创新型城市建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等；2016年形成以促进科技创新、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促进人才优先发展为主的政策体系[10]。但毕竟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制度机制难免存在滞后，政府治理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治理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2）基础研究投入方面。政府相较于企业有宏观调控、服务公众、服务长远等特点。目前深圳市政府对科研投入虽增加，但对科研的帮扶、项目落地、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等经费支出的监管等需要加强；对发展潜力大的科研成果、项目等购买、支持的制度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对科技创新引导能力有待提高，如对金融科技产业“三融合”的引导性行动措施、战略计划等仍较缺乏。

（3）公共产品、服务提供方面。一是基础教育未能保质保量。学位供不应求情况严重，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二是医疗资源保障不足。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分布不合理以及基础医疗保障未能充分深入基层社区，未能满足不同人群、不同类病情治疗需求。三是养老保障不足。老人院等机构建设速度赶不上深圳居民老龄化速度，解决存在问题的相关补给措施还有待进一步落实到位。与北京、上海相比，深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严重不足。在教育领域，截至2018年年底，北京拥有93所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接近90万人，上海拥有64所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达到66.6万人，相比之下，深圳仅有8所高校及9.7万名在校学生；同时，深圳每一所普通中学的专任教师负担学生数达到12.8人，高于北京的6.5人和上海的10人，反映出深圳普通中学师资力量的不足。在医疗卫生领域，深圳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仅有31.8张，远低于北京和上海。
2.3.2  硅谷

比较而言，硅谷当地政府可谓“无为而治”。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提高生产、生活要素的聚集效益、减少相应成本等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然而在一段时期里，对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硅谷当地政府没能积极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硅谷的科技创新发展，如优质基础教育资源长期短缺，未对41个城市建成贯穿其中的交通网络系统。此外，硅谷的基础科研资金投入主要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后，相关投入总体呈下降趋势。
2.4  创新文化比较分析
深圳文化多元、社会包容度高。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富有“敢于冒险、追求成功、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创新精神，创业者到深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形成了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人口的高度流动性使人与人之间互动交流频繁，逐渐养成了包容心态和竞合意识。深圳吸引外来人口，不甚挑剔，各类层次均有，丰富多样，在营造自由、快乐的生产、作业氛围的同时，亦满足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需要，利用市场推动人力资源优化升级。高科技人才的竞相出现、创客机构的竞相发展，衍生科创文化、极客精神。深圳具有创新发展普遍需要的文化和社会基础，但专门为科技创新打造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从目前情况来看，还处在初级阶段。
安纳利·萨克森宁[11]认为，美国西岸的优势在于企业和不存在等级制的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作以及非专有标准；硅谷企业的“慵懒”风格营造了信任、知识共享的氛围。这就是硅谷成为全球科技风向标的成功经验之一。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呈现出变化的趋势：更具灵活性、更能调动科创人员的积极性、激发创意的中小企业因为商租和住房成本增长过快等原因，“用脚投票”离开硅谷，留在硅谷的更多是科技巨头如苹果、脸书、英特尔等大企业，其科技创新精神风格日趋求稳定，硅谷昔日澎湃的创新魄力、精神转弱。这种趋势，值得后来者思考，作前瞻性应对部署。
3  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成功经验
    旧金山湾区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包括旧金山半岛上的旧金山、东部的奥克兰和南部的圣荷塞，南部坐落着世界著名的高科技研发基地硅谷。旧金山湾区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已发展成为享誉全球的科技创新经济型世界级湾区，汇聚了大量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企业。

3.1  发展回顾
（1）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淘金热”乘着海上运输发展的东风，掀起了旧金山地区第一波人力、资金等热潮，相关生产因素盘活了当地工业、金融业和运输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蒸汽船等科技的出现，奠定了旧金山湾区成为加州核心区域的地位。旧金山湾区内的生产资源随着交通体系的不断完善，从港口延伸到了内陆，但其周边地区没能得到带动发展。

（2）20世纪中叶到80年代。旧金山湾区的工业得到发展，出现规模的港口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海上、陆上以及海陆间的交通体系得到不断发展，产生空间分工和空间生产效应，前往周边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形成中心、次中心发展格局。

（3）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旧金山湾区内高端制造业出现，服务业日趋成为主导，金融、信息技术和船舶租赁等逐渐支起其全球金融和商贸中心地位。随着精细化、专业化的发展，旧金山湾区内形成多中心发展格局，科技驱动经济、吸收文化多元，推动旧金山湾区内各城市间联系更加紧密。。
（4）本世纪初期至目前。旧金山湾区聚集创新资源能力日趋强大，完善金融、高校、企业创新循环系统，出现创新经济主导的产业群，以科技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形成了信息化服务业和新兴商业等全球追随的模式，将空间分工、生产效应发展至全球。旧金山湾区已成为加州第二大都会区、人口仅次于洛杉矶地区，也是世界著名旅游胜地，拥有美国国家公园等许多自然景观，而且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中心之一和美国西海岸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3.2  成功经验分析

旧金山湾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持续支持其经济发展。据统计，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均GDP与该国家（地区）的创新指数得分呈正比（见表1）[12] 。截至2018年，共有33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设立于旧金山湾区。2017年，旧金山湾区GDP超过7 800亿美元，与世界排名第18名的国家相同；拥有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包括公立型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私立型的斯坦福大学以及世界顶级医学中心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截至2020年3月，约200位诺贝尔奖得主、超过20位菲尔兹奖得主、超过50位图灵奖得主曾在旧金山湾区学习或工作；此外，旧金山湾区产生超过250位奥运会冠军。
表1  2017年旧金山湾区及部分国家（地区）人均GDP   
       单位：美元 
	国家（地区）
	人均GDP

	旧金山湾区
	80 000

	波士顿
	75 000

	纽约
	67 000

	美国
	59 531

	德国
	44 469 

	日本
	38 428


（1）科技产业发展成熟。一是科创企业实力雄厚，形式多样、各具特色，不断碰撞出创新火花。基础数量巨大的科创相对灵活的中小型企业和脸书、英特尔、苹果公司、特斯拉等巨头，为旧金山湾区冠以“全球创新高地”之称。这些科创企业将实验室、科研机构和消费者串联起来进行有效交流、反馈效果，推动建立了学、研、消费和市场之间的高效闭环体系。二是卓有成效的科技金融体系持续推动旧金山湾区高新技术产业壮大。2014年，超过14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涌向硅谷，占全美风险投资资金的43%[13]。风险投资帮助企业起步，保障初创人专注创新；当企业进入扩张期，私募股权投资便发挥作用，通过资本重组助力企业壮大。事实上，卓有成效的科技金融体系成就了硅谷科技产业与科技金融业相辅相成、不断发展。三是完善的科创服务体系。旧金山湾区积极发展各种类型管理、金融等科创中介，建立健全服务体系，整合创新要素，提高科创成果产出率。
（2）政策开放和文化包容。一是良好的国家政策支持创新人才源源不断。创新的源泉来自创新人才，创新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旧金山湾区能够每年吸引两万移民的重要因素是其便利的移民政策和倾向性的政策优惠。其中，初创企业中约25%的创始人来自中国或印度，约33.33%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出生地不在美国。圣何塞市1950年至1970年新增人口中约66.67%是移民，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电子工程师、技术人员等[13]。政策倾斜为高素质青年在旧金山湾区创新创业提供机会。二是不断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创新环境。美国是地方自治体系，这里主要指地方政府没有层级之分，以市场为导向，不预设产业政策，在采取优惠政策的同时，以容错、优厚待遇等营造着良好的研究环境、培养着自由的土壤，吸引一波又一波科学家入驻。开放的文化营造着旧金山湾区的创新生态，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包容的社会环境调节着旧金山湾区的创新生态。
（3）生产要素流通网络成熟。一是以科技手段设计交通体系。旧金山湾区交通体系服务的对象是北湾、东湾、半岛、硅谷和南湾，为满足因地理、经济、生活等产生的需求，旧金山湾区通过对旧城与新城的连接、产业和城市发展的关系（人流、物流等生产要素的状况）的数据化评定设计交通体系。二是以绿色理念构建交通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跨海大桥是保护旧金山湾区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牵手东湾和北湾、旧金山和北加州、旧金山和奥克兰、旧金山半岛和东湾的5座大桥不仅形成了旧金山湾区高效时空通道，而且将其天然屏障优美地连接起来。

（4）城市间协调发展。一是发展城市特色产业。发展特色产业、避免同质化是优化空间分工、提高空间生产的基础，旧金山湾区对其三大城市的定位是旧金山市倾向于金融业、生物制药等产业，奥克兰市侧重临港经济和装备制造，圣何塞市重点发展电子制造、信息通信和航天航空装备等高技术产业。奥克兰市是圣安东尼奥河的内港和旧金山湾的入口，二战期间以港口经济起家，随之以工业、文化产业等实现经济腾飞，目前主要产业为玻璃、数控机械和生物制药等；圣何塞市是硅谷的“心脏”，遍布许多电子计算机、仪表和宇航设备等工厂；旧金山市是美国西部的金融中心，主要发展如金融业、国际贸易等科技服务业，包括美洲银行总部的40家银行及其147家分行坐落于此，孵化着旧金山湾区大量的小型生物科技产业[13]。三大城市港口工商业、科技创新业、金融服务业互相支撑，元素丰富的产业结构促进旧金山湾区整体经济高效、可持续发展。 

（5）着力可持续发展。一是环境基础条件好。旧金山半岛三面环水，夏季气温最高20℃左右，降雨量少，四季宜人、环境优美，这是旧金山湾区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络绎不绝的创新人才基于旧金山湾区能够满足其对居住和生活的要求，选择留在此发展。二是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出台节能减排等规定，制定城市规划，将环保建设等制度化、规范化；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6）注重科技成果转化。旧金山湾区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旧金山分校等，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等国家实验室，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等研究中心，以及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等，强有力支撑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发展。制定“产业联盟计划”，形成了大学为旧金山湾区企业输送人才，企业为大学提供科研设备和资金的良好互动模式，不仅实现了科技理论与创新实践的深度契合，也实现了科研成果商业化提速。同时，政府牵头，建立健全畅通高校、科研机构、产业和政府之间互动的制度机制。  
4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深圳段科技治理的思路
4.1  发挥中心城市、科创巨头优势，补足科创短板

在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上，深圳以其突出的开放程度、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等优势稳居中心城市地位。深圳要提高协同发展认识，在做大做强自身优势的同时，加速将创新资源向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辐射；通过加大汇聚资源、基础科学科研投入力度等，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学府、新型研发机构和国家级以上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基础设施，自主培养、引进研究型人才，进一步深挖、扩大科创动力源。深圳周边城市，如东莞可以构建创新型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型科技企业协同发展的企业创新格局，以智能制造推动制造业发展，提高技术水平和精度，实现制造业的更新换代，并着力形成产业集群优势，丰富科创产业链结构、提高商品附加值等；依托中子科学城、松山湖、滨海湾新区以及发挥科创企业孵化器等作用优势，吸引富有科创活力的中小型科创企业消化、吸收深圳新兴产业的辐射效应，发展新一代战略性新兴产业，构筑产业新支柱；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提高对聚集高层次人才和科研团队的吸引力，构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又一个人才高地[14]。

4.2  清除体制机制障碍，提升治理水平
虽然深圳、东莞、惠州等市于2012年已就共建区域创新体系合作签署协议，但到2016年，上述城市提出构建区域创新体系仍举步维艰，主要原因之一是守旧制度的障碍。当前，深圳要改革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制度，建立健全科创成果的使用和相关收益分配等体制机制，相关收益份额应向科技创新、研发人员倾斜，科学设计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门槛标准，对标国际规则完善科技产品、服务的采购政策体系，推动基础科学研究、科技发明和科技产业一体化发展；并且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赋予的使命，构建适合区域多元治理的新制度机制，凝聚市场主体、公众等智慧，避免政府一元治理局限而产生的弊端，积极主动地清除体制机制障碍，提高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形成共建共治共享长效机制，持续推动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上城市间合作向纵深发展[15]。

4.3   突破瓶颈，优化创新生态系统

为优化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创新生态系统，要突破基础创新链中存在的瓶颈。其中，人才汇聚、科研建设、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资源整合以及营商环境等是关键。对此，深圳要与周边城市共同营造能激发科创人才灵感的包容、宽松的工作环境，协同建设国际化科研基础设施，协同完善维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以及对标国际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加大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投入，搭平台、通渠道，如建立健全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对话机制等，加强城市间数据共享，统筹科创协同发展方向；完善创新资源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提高聚集、整合优质资源的能力，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合理流通，协同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16]。如在东莞建设的科技创新园区，科创人才与制造业基地相连接的实际是包括科创人才在内的创新要素流通、碰撞，激起创新火花，同时也能起到降低科技创新和创业风险的作用；平台所形成良好的创新服务环境将科技创新要素与科技管理服务要素联合起来，规范高效运作。

4.4  加强协调联动，利用好国内外资源发展科技创新

深圳要提高站位，高度重视和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重大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赋予的利好政策等，对标国际，协同周边城市发展科技创新。与周边城市开展严丝合缝的科技协同创新，不仅要建成层次丰富的科技创新高地，而且要创新协同发展模式；加强顶层设计，以尺度重组调整空间生产策略，推动制定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政府引导科技创新协调统一行动计划等，并以具体行动方案明确分工，在制度化机制下开展并接受监督[17]；对标国际，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先行区，深化金融与科技产业的协同发展，进一步强化金融对科技发展的支撑作用；着力发展与科技创新相关的高端服务业，切实为科技成果保质、为科技产业发展提速。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上深圳周边城市要积极加强与深圳的合作，特别是科技赋能制造业、科技服务业，形成优势互补、产业梯度发展格局，打造科技高尖端、智能制造世界先进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例如东莞可以以科技赋能，做大做强世界制造业中心。充分发挥经济腹地的雄厚实力及滨海湾开发区的区位优势，建设、用好松山湖等两大核心创新平台及中子科学城等9个创新节点，用不断更新的科技成果武装制造业和海洋产业。在科技创新上，参与国际竞争更能锻炼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治理能力，更好地发展科技产业，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上的城市可多参加国际展会、全球论坛以及积极投入“一带一路”建设等，在国际科技创新舞台上乘风破浪，提高国际竞争力[18]。
4.5  分工协作，合力保障公共产品、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4.5.1   革新做法，共同开创土地使用新路径

深圳要多管齐下，解决住房、商租问题。一是丰富住房形式，构建满足不同对象、需求以及防止炒房并配套现代化住房制度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二是在保障住房用地的同时提高土地管理能力，做好科学规划，用精用好每一寸土地，切实保证土地使用质量。三是提高城市改造速度，在保护传统文化建筑的同时加强城中村等的改造或转型，释放空间潜能，专供科创基础设施建设使用和科创企业商用。四是深圳土地资源日益紧缺，解决方案之一：进一步解放思想，革新土地管理理念，以区域性行政和合作治理的思路引导，与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共同开创土地使用新路径[19]。

4.5.2  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建设

深圳要加大九年制义务教育学位供给，完善基础教育优秀师资引进和教师教学水平提升的制度机制，多渠道扩大优质资源供给，切实提升教育质量，并且科学、合理布局教育资源；高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学前教育，不断完善特殊教育。加大引进区域外优秀人才技术力量的力度，整合优质医学科研资源，对标国际建设一批综合医院，打造高端、先进医学研究平台，同时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将医疗站、门诊部等充分建设到社区、村等基层，切实保障不同人群需求、不同病情的治疗需要。深圳协同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参与建设强大的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卫生体系，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此外，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从“衣食住行”，包括人的生存、生活、发展等各方面，切实提高社会福利保障质量，留得住人才，为科技创新提供持续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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